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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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是日本语特有的一个名词，据《广辞苑》解释:慰安妇“是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过官兵的女人”
。但是，“慰问”的含义是什么，“随军”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显然，该辞典的释义模糊了“慰安妇”一词的真正含义，它无法反映慰安妇受到的残酷无比的性虐待。

1996年受联合国委托进行“慰安妇”问题调查的法学家拉迪克·克马拉斯瓦密(Radhika Coomaraswamy)指出:根据国际法，“慰安妇”是日本在战争时期犯下的有组织强奸及奴隶制的罪行
。笔者完全赞成并认定，“慰安妇”是指因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被强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是日本法西斯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无可辩驳的政府犯罪行为。“慰安妇”的历史也是世界妇女史上空前的、最为惨痛的被奴役记录。

“慰安妇”问题的真相曾长期被遮掩，进入90年代后，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中国学者涉足该领域更晚
。笔者经过6年的调查研究，得出初步结论：中国是日本法西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最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问题做严肃的探讨和深刻的揭露。
一、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由来及其形成过程

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产生有一个过程，它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而萌芽，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而确立，又随着日军的战败而消亡。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丑恶的伴生物。在这一制度的确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两个人物是甲级战犯冈村宁次和松井石根。

(1) 本世纪初至30年代日军性服务观念的提出与实施

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产生，与日军在前此实施的军队性服务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1918年3月，为阻止苏俄军队的东进，英、法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实行武装干涉，日本也乘机出兵，向中国的北满及与之毗邻的西伯利亚扩张。3年期间，先后共有11个师团的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和苏俄
。在侵略苏俄的过程中，日本的娼业主们得到特许，带领妓女随军行动，向日军提供性服务。尽管如此，仍发生了大量的日军强奸事件，导致军队性病流行。据统计，约有10%—20%的日军官兵患有性病，总数达12000人，因性病减员的人数远多于伤亡人数
。这次性病大流行极大地震撼了野心勃勃、正在走向战争之路的日本军方。此后，日军高层便考虑在未来战争中，如何防止因性病而削减战斗力的对策问题。海军的《海军军医会杂志》、陆军的《军医团杂志》频繁发表专门文章，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后取得了一致的结论，即必须建立一种由军队控制的有卫生保障的性服务制度，以解决日益庞大且外派增多的军队性欲问题
。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海军于1931年底在其海外最大基地上海，开始试探性地推行军队的性服务措施。日本海军选择了一批在虹口的日本妓院作为指定性服务场所。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性服务场所达17家，共有艺妓279人、妓女163人
。1936年底有记录的为10家，它们是一心亭、东优园、大胜馆、筑紫、浮舟、曙、都亭、上海俱乐部、胜利亭和红梦
。在这些妓院里，有日本女子102人，朝鲜女子29人。另外还有4家是海军指定的、官兵可以自由进出接受“慰安”的“贷座敷”
。

这一阶段日军实施军队性服务的特点是，借用民间营业的娼妓，军人接受服务并支付费用，军队和这些妓院的关系基本上是商业关系。提供性服务的妇女的性质等同于军妓，她们还不是后来的完全意义上的“慰安妇”。但是，军队管理者为士兵嫖妓提供专门处所和组织有卫生保障的娼源，则可说是日本军方的首创。日本军队性服务观念的提出和措施的推行，可以认为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嚆矢。

(二)“慰安妇”与“慰安所”的出现

首次征召妓女并组织“慰安妇团”到战地为日军做专门服务的，是侵华日军罪魁冈村宁次。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组织上海派遣军侵略上海。当时在沪日军发生了多起强奸战地妇女的事件，引起中国和各国舆论的严厉谴责。为了防止日军发生大规模的强奸事件而影响军纪及其战斗力，同时也为了搪塞外界舆论对日军大发兽性的指责，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司令白川义则的首肯之下，电请长崎县知事，迅速征召妓女，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日军占领区建立“慰安所”。4月，第一批慰安所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日本陆军作战区域建立，5月停战后，日军撤至虹口一带，慰安所也集中到了虹口。

战争结束后的1949年2月，冈村宁次在返回日本的轮船上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说:“我是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昭和七年上海事变时，发生了两三起官兵强奸驻地妇女的事件，作为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我，在经过调查后，我只有仿效海军早已实行的征召妓女慰军的做法，向长崎县知事申请召来华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妇团。”

冈村宁次所组织的“慰安妇团”，比海军就地利用现有妓女进行性服务进了一步，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发展的第二阶段。其特点一是将征召来的女性正式命名为“慰安妇”，与妓女、“酌妇”等在名称上区别开来，表明了它的慰军性质。这个特别组织的“慰安妇团”到前线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日军提供性服务，这种慰安妇随军行动，其使用者只能是军队官兵，一般日本侨民不能使用。二是从已披露的各类文件、回忆录看，可以肯定，它是由日军上层和日本地方政府共同策划建立的，表明军队的性服务制度不但由军方而且由国家出面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当然，这与后来日军大规模地推广慰安妇制度相比，还只是一个开端。

此后，日军在上海的海军性服务场所被改称为“慰安所”
。

（三）慰安妇制度的正式确立

慰安妇制度形成的第三个阶段，即于妓女之外大量掳掠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并在日军中有计划、按比例地配备“慰安妇”，则始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战时日军在中国最早设立的慰安所是上海“杨家宅娱乐所”。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华中方面军即开始考虑战争的长期化问题，为了预防军队因性病流行而丧失战斗力，司令官松井石根决定仿效冈村宁次，导入慰安妇制度，制定了从日本本土征召“慰安妇”并建立军队直辖管理慰安所的计划。于是，松井石根在占领上海后，命令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筹建慰安所。在沪军方立即分别致电日本关西各县知事，要求尽快募集“慰安妇”并运来上海。1938年1月2日，第一批“慰安妇”共104人乘“海运丸”到达上海吴淞码头。她们随即被送到其美路（今四平路）上的上海市沙泾小学。当天，日军军医麻生彻男接到司令部紧急命令：“为设立陆军娱乐所，即去其美路小学校，对集结在那里的百余名妇女进行身体检查。”
检查的结果是24名日本妇女多患过性病，她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妓女：而80名朝鲜妇女基本是处女，显然是被诱骗来的
。

1月13日，日本华中方面军东兵站司令部挂出了“杨家宅娱乐所”的木牌
。“杨家宅娱乐所”是由该兵站司令部管理的。日军将农民的老屋全部毁平，修建了12幢和式平房。每幢平房有10个房间。不管是日本还是朝鲜“慰安妇”，都必须穿和服。为防止“慰安妇”逃跑，四周设置了铁丝网，并通上了电，每天早晚还要点名。

1月12日下午，东兵站司令部在慰安所的接待室贴出了规定，内容如下：1.本慰安所限陆军军人、军方聘用人员入场，入场者应持有慰安所出入许可证；2.入场者必须登记并支付费用，才能得到入场券及避孕套一只；3.入场券的价格，下士、士官、军聘人员为2日元，军官为5日元；4.入场券当日有效，在未使用前可退票，但如果已将票交给酌妇，则一律不可退票；5.购买入场券者进入指定的房间，时间为30分钟；6.入室的同时须将入场券交给酌妇；7.室内禁止饮酒；8.完毕之后即退出房间；9.违反规定及军风纪紊乱者须退场；10.不使用避孕套者禁止碰女人；11.入场时间，兵士为上午10时至下午5时，下士官及军方聘用人员为下午1时至下午9时
。

“杨家宅娱乐所”在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战时日军正式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并且以欺诈手法招募良家妇女，开了日军强征、掳掠良家妇女为性工具的先河，而这正是慰安妇制度最违反人性、受到谴责的基本点。同时，它的慰安所规则被延用于各地：其和式木屋结构，包括小型的“慰安妇”房间、小窗的样式、乃至门上插“慰安妇”名字的金属牌，后来在中国各地及东南亚随处可见：连各国“慰安妇”穿和服，以便让日军官兵接触时有亲近感的做法，也被各地慰安所广泛运用。

尽管日本华中方面派遣军建立了“杨家宅娱乐所”
，但对10多万日本陆军而言，一个慰安所、百名“慰安妇”仅仅是杯水车薪，难以满足需要。日军与战地日侨娼业老鸨很快达成设立慰安所的秘密协定:1.开设慰安所必须征得军方的同意和批准；2.为确保慰安妇的来源，征集范围扩大到日本殖民地朝鲜，由朝鲜总督负责征用未婚女子来华，并建立征用未婚女子的组织系统；3.业者不得私自征集慰安妇，如需征集时，一定要确保其身体健康；4.慰安所的管理由业娼者负责，卫生方面则由军方监督；5.军方提供慰安所的房屋，慰安所须尽量设在军队驻地附近；6.对于协助建立慰安所的人，军方将给予将校级的待遇；7.一般而言不征用日本女子，但日本女子如本人愿意，亦可为慰安妇；8.慰安妇与军人的比例以1∶29为最理想
。至此，二战时期日军的慰安妇制度正式确立。

此后，慰安所在上海各处迅速出现。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慰安妇制度最完善的城市之一。日军直营的、日侨经营的各类慰安所充斥各处，据笔者的调查，战争期间，可以认定的日军在沪慰安所至少有120家
。

日军自侵入华北后，也随即开设了大量的慰安所。1938年6月，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向所属的几十万部队发出了设置慰安所的指示
。到1941年7月，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吉本贞一制订了征集2万名朝鲜“慰安妇”并运至满洲的计划。至于强征战地中国妇女的行为更为普遍。从此，几乎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就有慰安所，就可以看到“慰安妇”的身影。

1941年12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又把慰安所推广到东南亚。“在日军驻扎过的地方，到处都有过慰安所的开设。为数众多的资料证实，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太平洋诸岛等地都有过慰安所。”

扼要而言，战时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慰安妇”的来源，除少量妓女外，主要是掠夺各国的良家妇女；第二，多数慰安所实行避孕措施，并在有条件的地方每周或两周为“慰安妇”体检一次，当然其目的并非是保护慰安妇，而是防止性病在日军中蔓延；第三，“慰安妇”被强制充当日军的性工具，以满足日军官兵的性欲，她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生活在饥寒交迫、超负荷劳作而得不到任何报酬的状态，尤其是朝鲜和中国妇女，受尽暴力虐待，不但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随时可能被杀害。

二、日军在华慰安所的类型及其设立

慰安所是日军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建立的一种军事附属制度，因此，它自出笼后就带有鲜明的军事性质，这在前引上海“杨家宅娱乐所”的规定中可以得到清楚的证明。日军在中国的慰安所有各种名称，如：“皇军慰安所”（如南京）、“慰安寓”（如海南崖县的“中岛慰安寓”）、“娱乐所”（如上海的“杨家宅娱乐所”）、“慰安队”（河南）、“慰安团”（上海）、“行乐所”（如上海“横浜桥行乐所”）、“慰安丽”（海南岛）、“行乐宫”、“快乐房”、“军中乐园”（如海南黄流机场慰安所）等，在中国北方，还有设在窑洞里的被称为“慰安窑”的慰安所，此外还有“爱国食堂”、“官抚班”、“特别看护室”等掩盖其丑恶性质的名称。

(1) 日军慰安所的类型

就其所属关系、性质和经营方式而言，日军慰安所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

第一种是军队直接设立的固定的慰安所。如1938年初在上海设立的“杨家宅娱乐所”，就是日本华中方面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设立的。汉口日租界的滨江大道旁有海军直属的慰安所；广州、济南、桂林等地都有日军主营的慰安所。从现有资料看，军队设立的慰安所是最普遍的形式之一，其主管者从方面军、师团、旅团到联队、大队甚至警备队或小队。当军队转移时，他们便带着“慰安妇”共同行动。

第二种是形式为日侨民营的慰安所。这种由日本侨民在军方支持下开设的“军督民办”的慰安所，数量也不少。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一些妓院主带领妓女来到中国东北，在关东军周围设立大量的“料亭”（供将校使用）和“游廓”（供士兵使用），形成驻地的“花柳街”。随着战争的扩大，这种花柳街推广到中国和亚洲各地。这些慰安所老板往往通过贿赂军官而得到特权，牟取暴利。而军方也由于在战争中无法兼顾所有战地慰安所的建立，加之有向外界掩盖军方直接建立慰安系统的必要，故倡导日侨经营慰安所。如上海江湾的一些慰安所，以及武汉东山里、积庆里的12家慰安所、斗级营的20家慰安所等，都是日侨经营的
。上海最大的海军慰安所“海乃家”便是由东部海军特别陆战队与日侨坂下熊藏于1939年签约，海军提供房屋、开办费以及所需物资而设立的，其所有权归海军，坂下只有经营权
。

第三种是由日军指定使用的民间妓院形态的慰安所。这类慰安所多是汉奸、朝奸受日军指令在当地建立的，除日军外，一般的日本人也可以利用。上海的“大一沙龙”（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慰安所之一，其址今为东宝兴路125弄），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对日侨开放。北平宣武门内六部口的人民俱乐部、芜湖的凤宜楼慰安所等也是如此
。 

第四种是军队或民间经营的流动式慰安所，有设在火车、卡车和轮船上等多种。日军第11兵站司令部在1938年春组织一批“慰安妇”从上海乘火车前往杭州，这列火车便成了沿途士兵的流动慰安所。慰安所的管理者通常用卡车将慰安妇运至部队驻扎地，然后用木桩和毛毯围起来，或者用木板临时搭成棚子，作临时慰安所。有的慰安所兼有固定与流动两种性能。如海口市、三亚市的日军慰安所，除了接待当地日军外，还要每月分批到较远的兵营、据点巡回“慰安”。那大市慰安所则按照日军命令，将“慰安妇”组成几个分队，随时到周围的日军据点去
。

(2) 中国的日军慰安所

日军慰安所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大陆、台湾、香港和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新不列颠岛、新几内亚、库页岛以及日本本土(如冲绳、北海道)等地。中国是日军慰安所最多的地方，从黑龙江的中苏边境到海南岛，只要是日军占领区，几乎无处不有。例如据日军第110师团163连的老兵回忆，当他们进占贵州省的独山时，就有“慰安妇”跟随，她们都穿着军装，一直与士兵在一起。当时一个大队有1000人，配备“慰安妇”10人，一个“慰安妇”每夜要接待10个到20个士兵。慰安所多设在中国人的房子里。因为是在前线，士兵们不付任何报酬
。日军在华慰安所达数千个，如果加上拥有一两个“慰安妇”的日军据点，将达到数万个。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南京和天津为例，试说明中国日军慰安所的设立及其中国“慰安妇”的悲惨处境。

1937年11月底，日军侵入南京后，即开始设立慰安所。日军在南京的慰安所系统是通过3条途径建立的。

第一是日军自己设立和管理的慰安所，这种慰安所又有两类:一类是日本军方自上而下有计划设立的，以日本和朝鲜慰安妇为主：另一类是日军前线部队设置的，以中国慰安妇为主。日军进城不久，华中方面军便开始为其所属部队配备慰安所。如第16师团的福知山第20联队、第15师团步兵联队等都设有慰安所。为尽快设立慰安所，日军官兵大肆抢掠南京妇女。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后来证实说:“日军入城后曾连日在市内各街巷及安全地带巡行搜索妇女，其中且有将校参加。”
李克伦在《沦陷后之南京》中写道:“花姑娘，成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上海‘皇军娱乐部’（即慰安所——作者），有的专供敌人长官泄兽欲。”
一个被日军拉去充当伙夫的难民脱险后曾回忆他所见到的同胞被迫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情景:被俘的第二天早晨，我给日本兵送洗脸水，“看见两个女同胞掩在一条毯子下，躺在那里……后来我见得太多了，才知道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们，就是在大白天也不能穿衣服!……又有一天，一批女人被赶了进去……黄昏时分，我见两个裸体女尸被拖了出去，不分白天和晚上，总是听到哀号和嬉笑。”
这种状况并非个别现象，第114师团的一等兵田所耕三回忆:“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人—20人玩弄。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
还有不少女子被日军欺骗而沦为慰安妇
。老兵东口义一证言，占领南京时，他们小队谎称让妇女洗衣服而诱骗10名妇女，将其投入地下室，设立临时慰安所，60名士兵每天对她们进行轮奸，直到军队离开时，才把她们抛弃
。1937年12月30日，6名妇女被以帮助军官洗衣为名从锏银巷带到城西，结果落入火坑，白天洗衣，晚上充当“慰安妇”，一夜被蹂躏10次到20次。年轻美貌的则达40次
。有些日军将妇女驱赶到寺庙里设立慰安所，进行蹂躏。曾担任日军第116师团工兵曹长的老兵回忆，1938年至1939年间，该师团驻扎在南京时有很多慰安所，其中最多的是中国“慰安妇”
。

第二种慰安所是日侨娼业主开设的。有史料表明，在日军进入南京时，有日侨携带日本“慰安妇”同行。士兵冈本健三回忆:“日本的慰安妇在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时也来到了。有的慰安妇比部队到达得早。在南京时，我们的部队进城那天，商店已经营业了。九州一带的女人很多。待军队逐渐安顿下来以后，似乎大阪的、东京的女子也来了。”
第116师团的岚部队里也有日侨设立的慰安所，“慰安妇”约有15人
。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日侨即设立故乡慰安所和浪速楼慰安所，1942年5月，这两个慰安所又被日本南方派遣军司令部派往缅甸。

第三种慰安所是由日军命令汉奸组织设立的。这种慰安所里基本上都是中国妇女。自1937年12月下旬起，日军指使汉奸实行“良民登记”，并乘机掳掠妇女
。日本上海派遣军参谋、特务机关长大西命令汉奸王承典、孙叔荣等建立“皇军慰安所”。王、孙两人即向大西推荐“社会闻人”乔鸿年具体筹办。在日军的驱使下，乔等甘为日军走卒，3日之内即掳掠了300名妇女，然后从中挑选出100多名交大西验收。日军命大西为主任，乔鸿年任副主任，于22日分别在傅厚岗、铁管巷开设慰安所。傅厚岗慰安所专门接待日军将校军官，大西从被掠女子中挑出30多名年轻美貌的，分住在1、2、3楼，每天下午1时到5时接客。该慰安所的中国女子、女佣及职工等最多时达200多人。铁管巷慰安所专对下级军官及士兵开放。1938年2月，乔鸿年勾结唐力霖，在铁管巷四达里设立“上军南部慰安所”，在山西路口设立“上军北部慰安所”。4月初，在南京日军特务机关的指使下，乔鸿年又在夫子庙贡院街同春旅社原址和市府路永安里筹备设立“人民慰安所”2处
。在夫子庙秦淮河畔，汉奸勒令妓业主在一个破旧的饭店里开设慰安所，门口挂有“日华亲善馆”的牌子，里面只有女人和啤酒
。关于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一事，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贝德士教授的文献中，有一幅1938年的广告写道:“支那美人，兵站指定慰安所，第四日支亲善馆：在秦淮河附近，沿河向前行六百米。”贝德士附记道:“这个特殊的两幅大牌示悬挂在中山北路，距新街口圆环不远：正竖立在一个大的女子学校对面，而宪兵司令部也在附近。”
经日本铭心会调查，在惠民桥升安里曾设有日军慰安所（其址今为下关区职工业余学校），时间约从1938年开始
。此后日军的慰安所日益增多。1938年7月汉口出版的《宇宙风》杂志第71期指出:“在（南京）城中设立17个慰安所，到外面强迫美貌女同胞作日人的牺牲品。在这些慰安所中，不知道有几万女同胞被蹂躏牺牲了。”
目前可以查实的南京日军慰安所的名称或地点有“皇军慰安所”、“日华亲善馆”、“日支亲善馆”（夫子庙，有4处）、故乡楼慰安所、浪速慰安所、大华楼慰安所（白下路213号）、共乐馆慰安所（桃源鸿3号）、东云慰安所（利济巷普爱新村）、浪花慰安所（中山东路）、菊花馆慰安所（湖南北路楼子巷）、青南楼慰安所（太平路白菜园）、满月慰安所（相府营）、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鼓楼饭店）、人民慰安所2处（贡院街海同春旅馆和市府路永安里）、惠民桥升安里慰安所、傅厚岗慰安所、“上军南部慰安所”（铁管巷四达里）、“上军北部慰安所”（铁管巷山西路口）、龙潭慰安所、四条巷慰安所、下关慰安营。在科巷、水巷洋屋内及珠江饭店等处均设有慰安所
。还有桃花宫、绮红阁、浪花楼、共乐馆、蕊香院、春楼阁、秦淮别墅等25家汉奸或中国妓业主经营的向日军开放的妓院，总计50多个，涉及的日军部队番号有第16、15、114、116师团等。也许这只是南京慰安所的冰山之一角。

如果说日军在南京主要是靠抢掠中国妇女建立慰安所的话，那么，天津的慰安所则主要是通过征集妓女设置的。天津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基地，第一个慰安所“军人俱乐部”设在槐荫里1号，它最初征集的是妓女，后因来源太少而掳掠中国良家女子充当，也有一些是朝鲜女子和日本妓女。天津日军防卫司令部为了满足前线部队的要求，积极征用“慰安妇”，手段之一就是强迫中国妓女充当慰安妇。1942年5月，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命令伪天津特别市政府警察局，征用妓女前往河南“协助”“大东亚圣战”。警察局于30日指示天津市妓业联合会(即乐户联合会)，迅速招募150名妓女去前线“慰劳”日军。自31日至6月3日，共招集229名妓女去警察医院接受梅检，结果大部分妓女有病或装病逃亡，最后有86名妓女被日军和伪警押往河南。这些妓女平均年龄为23.1岁。尽管日军声称1个月就可以返回天津，但妓女们仍设法逃跑，至6月24日，又有43名妓女逃跑
。

1944年5月，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强令天津乐户联合会征集150名体格健壮、年轻美貌的妓女前往河南开封一带“慰劳”日军。一时人心惶惶，全市妓女以罢业相抗争。日军派伪警察到妓女家中强行抓捕了80名中国妓女，押送到河南前线去“慰问”日军，直到2个月后才放回。这些妓女由于受创过深，从此不再涉足娼业
。

是年7月，日军又命令天津“选送慰安妇”。31日，伪天津市警察局保安科第五股股长报告说:“29日例假之便，在乐户总会召集总分会长某某某等16人，商研劝集办法，并将军方待遇一一说明。当以本市妓女全数为2763人，以每一百人饬选一人，共计25人。续又于30日上午时，偕同乐户代表某某某，应防卫司令部高森副官召赴听训。略谓:此次选派妓女赴鲁慰军，系为协力大东亚圣战成功，不能拘于某一地区，希望速办等语。乐户分会方面预拟每一妓女之家族特别津贴仍照前例，每月给予5万元，3个月共计15万元。”
这25名妓女在8月1日体检后被立即送到山东省吕县的日军第1437部队，“慰安”的时间是8月1日到10月底，共计3个月。

1945年5月，伪天津市警察局向伪市长报告为日军选派妓女情形:4月11日，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命令伪政府“选派妓女一百名，交由军医验选二十名，集合第二区槐荫里一号军人俱乐部，担任慰劳工作”，实际就是充当慰安妇。经过体检后日方的德本文官和伪警察将20名妇女押至天津第二区槐荫里1号军人俱乐部，开始她们的慰安妇生涯。据日方说，每月的8日和20日是这些慰安妇的“公休日”，其待遇是每人“每月由军部发给白面2袋：有家族者，每日另给小米4斤。”由于慰安妇的抗议，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津贴，但增加的份额是由天津妓女均摊的，在呈文的后面还附有选派慰安妓女名簿和各乐户分会应摊款项数目表。

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也设有慰安所。1944年7月3日，伪天津市警察局特务科核发的情报记载:驻天津日军防卫司令部慰安所，“迩来办理征集妓女献纳于盟邦驻津军队，每批二三十名，以三星期为期。于征集之际，流弊百出。”“近更变本加厉，在南市一带有良家妇女被迫征发情事。致社会舆论哗然，一般良民忐忑不安。”

综上所述，天津地区的慰安所是由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设立并管理的，慰安所中的“慰安妇”则是该司令部命令汉奸政权直接负责征集并押送的。这些充当“慰安妇”的妓女尽管只是被日军短期内征用去前线“慰问”日军官兵，但毫无疑问，她们同样被迫充当了日军的性奴隶。

三、关于慰安妇的几点辨析

日本在侵略亚洲期间建立了大量的慰安所，这些慰安所仅仅靠军队按部就班是不可能迅速设立的，一旦日军中“强奸”的观念置换为“性服务”之后，军队中集团性的强奸不但合法，而且受到军方的保护，所有掠夺来的性奴隶也一概被日军称之为“随军慰安妇”。就“慰安妇”的国籍而言，除了日本以外，主要是朝鲜、中国，也有一些东南亚各地的女性，如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太平洋一些岛屿的土著居民、华人、欧亚混血儿等，还有少量俄罗斯妇女。
(1) 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几种方式

进入中国战场后，日军高层提出“抢粮于敌”的口号，日军需要的各种物资及补给品均抢自中国，其中当然也包括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视为具有“特殊营养的战略物资”的“慰安妇”。中国“慰安妇”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第一是抢夺。日军在战场或者在占领城乡时，公开用暴力掠夺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也有在占领一地后秘密抢夺当地女子的。这种抢夺对于日军来说十分便利:既不需要付任何金钱，也省去了许多麻烦的手续。日军侵入上海掠捕中国妇女后，即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充他们的兽欲。”
日军占领芜湖后，公开抢夺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甚至到尼姑庵中抢夺年轻的尼姑，后又在对周边地区扫荡时强抢民女投入慰安所
。这种猎奴般的行为，遍及日军在中国的众多占领区。

第二以俘虏充当“慰安妇”。在战争初期，日军将在战场上捕获的女战俘及在扫荡中抓到的青年妇女充当“慰安妇”。在中国战场，日军很少设立女战俘收容所，女俘虏除部分人审讯后即被杀死外，其余的大部分被押解到华北、华中的偏僻、荒凉地区和前线充当慰安妇，以防止逃跑或与八路军等中国部队取得联系。如中共琼崖纵队第四支队第一大队的炊事员周某某，因下村筹粮被日军俘虏后投入慰安所
。当这些女俘虏已不能再做性奴隶时，通常被日军新兵拖到空地上，做刺杀练习胆量的活人靶子。据曾在日军第14师团当兵的田口新吉回忆，在中国北方，大量抗日部队的女战俘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直到死亡
。

第三是欺诈与诱骗。日军及日侨等经常在占领一地之初，以招工、做饭、洗衣等名义诱骗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日军占领嘉兴、杭州、吴兴及浙西等地后，即以设立工厂招募女工为名，诱骗大批女青年到上海，然后强迫她们充当“慰安妇”
。

第四是依靠汉奸组织，强迫良家妇女或强征妓女充当“慰安妇”。除上述的天津地区外，南京陷落时，日军曾指使傀儡组织利用发放良民证之际，扣押数千名妇女，到东北等地充当“慰安妇”。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都有不少妓女被强征为“慰安妇”。据记载，日军侵入芜湖后，经常派人到妓院，强行索要名妓轮流去日军慰安所当值
。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慰安妇”是失去自由的完全意义上的性奴隶，这类事例举不胜举。1942年日军在海南陵水县广设据点，令汉奸到各个村寨强征民女，17岁黎族少女陈亚扁与陈金妹、陈亚妹等被押入军营，她回忆说：“白天必须挑水、扫地、筛米、煮饭、干尽杂活，夜间被迫为日军唱歌谣，跳黎舞，而后供日军淫耍泄欲，受尽凌辱。不少姐妹忍受不了日军野蛮粗暴的糟蹋，带着精神创伤去世了。我们几个却带着难于名状的羞愧心情苟活至今。”

(2) 二战中日军“慰安妇”的数量估计

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中，到底有过多少“慰安妇”?目前还有争议。在日本学者中，大致有10万、15万和20万3种说法。较早进行“慰安妇”问题探索的记者千田夏光认为，1941年日本关东军实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时，拟带到满洲、西伯利亚去的“慰安妇”总数是“动员为70万兵员慰安使用2万慰安妇从军”。据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三科的精确推算，日军与“慰安妇”的比例是37.5∶1。当时日军总人数为320万人，“慰安妇”约为85000人：再加上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日军还私征当地女子为“慰安妇”，千田夏光估计“慰安妇”的总人数可达10万人。对此，长期研究“慰安妇”问题的金一勉分析说:军队“认为29名官兵对一名慰安妇为妥。于是，产生了‘二九一’这个隐语。照此推算，如果100万日军则需要34500名女性：300万日军就是10.35万名慰安妇了。”
秦郁彦则认为“慰安妇”的总人数应为15万人左右。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认为此种计算方法对新老“慰安妇”的更替比例估计过小，他认为慰安妇的更替比例应为1∶1.5至1∶2.0之间，因此计算的结果为:300万(日军数量)÷29(日军对慰安妇的比例)×1.5  (慰安妇的更替比例)=155172人，或300万÷29×2.0=206897人，“慰安妇”总人数的最高值应为20万人左右。他认为“当前流传的慰安妇大约有10万人到20万人的数字是有一定根据的”，而且认为“在这些慰安妇中，多数为朝鲜人”
。

从时间上看，“慰安妇”的数字是随着史料的公开、证言的积累、人们对其真相了解的深入而日益增大。笔者认为，以上种种推算仍过于保守，“慰安妇”（即前述我们给慰安妇所下的定义:在强迫状况下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女性性奴隶，而不包括被日军偶尔强奸的妇女）的总人数远不止10多万或20万人，理由如下：

第一，从现有材料看，日军配备慰安妇制度之完备性远远超出前此研究者的估计，从日军的主力大部队到警备队、小分队，甚至在前线的碉堡内，都可以找到设立慰安所的实例。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世界各地的日军均配置了大量的“慰安妇”，有些日军部队在上级配置“慰安妇”的同时，还掳掠妇女自行增设慰安所。例如1939年，在广东的日本第21军军部直接管理的“慰安妇”有850人，而部队自行携带的“慰安妇”还有150多人
。所以，“慰安妇”的人数是相当多的。金一勉认为，仅战时死亡的朝鲜“慰安妇”就达14.3万人
。据联合国的调查报告，朝鲜“慰安妇”的人数达20万人左右
。根据当了7年慰安妇的日本妇女庆子的证言，仅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日军各地的“慰安妇”也有12万—13万人
。

第二，前此“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者都忽略了中国“慰安妇”问题。以上的10万、15万、20万的数字推算中均未将中国“慰安妇”充分估计在内。由于中国缺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未能提供大量的证据和材料，因而出现了中国几乎没有“慰安妇”的错误观念，如寺尾五郎在《日、朝、中三国人民连带的历史与理论》中认为:“慰安妇”中“80%左右是被强制带出或掳掠来的朝鲜妇女”。金一勉更认为，“在中国战场，慰安妇的90%是年轻的朝鲜女性，剩下的10%是日本女性和极少数的中国姑娘。”
甚至联合国的“慰安妇”调查报告，亦因调查者未能到中国访问，而对中国“慰安妇”问题付诸阙如。事实上，中国是日军驻扎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地区，慰安所遍及大半个中国，其中主要是中国“慰安妇”（关于这一点，以下我们还将讨论）。

第三，从“慰安妇”的死亡率来看，虽然我们目前还无法拥有准确的数字，但从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慰安妇”的更替率也远高于1∶2.0。有不少慰安所存在时间长，有的长达7年（如上海杨家宅娱乐所）、14年（如上海大一沙龙）之久，先后在同一慰安所的“慰安妇”是相当多的。从中国和朝鲜“慰安妇”的证言中可知，由于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而且每日遭受非人的折磨和摧残，大多数“慰安妇”不是被日本兵虐杀，就是死于疾病和贫困，还有的因不堪凌辱而自杀。一名原朝鲜“慰安妇”提供证言道：在吉林省的日军慰安所里，日本士兵规定她们有五项必须绝对服从的命令，第一是天皇的命令，第二是日本政府的命令，第三是她们所属中队的命令，第四是中队里分队的命令，第五是她们所“服务”的士兵的命令，违者处死
。还有一名朝鲜“慰安妇”说：她被抓到中国东北的一个日军守备队的拥有400多名朝鲜“慰安妇”的慰安所里，和她在一起的一名朝鲜少女仅仅质问了一句：“为何逼我们一天接受40个男人”的话，就被处以滚钉板，惨死后还被割下头颅示众。她亲见几个患严重性病的“慰安妇”被卡车装至水塘活埋。她曾与几名“慰安妇”三次拼死逃跑，最后一次险些被打死，后被弃于山凹，因中国居民相救才得以活了下来
。中国“慰安妇”的遭遇同样悲惨。1938年6月，日军在安徽桐城掳掠大批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连50岁的妇女也不能幸免，最后均被杀害
。1941年夏天，由于海南博鳌市慰安所的50多名中国“慰安妇”不愿接待日军，被拉到塔洋桥边，全部杀死。但是，在这种高死亡率下“慰安妇”的人数并没有减少，从史料和证言中可见，越是到战争的中后期，掳掠和强征的“慰安妇”越多，被害的“慰安妇”记录也越多。据此，我们审慎地认为“慰安妇”的更替率应为1∶3.5至1∶4.0之间。

笔者综合研究各方面的史料后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慰安妇”人数不少于36万—41万人。计算公式为:300万÷29×3.5=362068（人）和300万÷29×4.0=413793（人）。

按国籍来分析，“慰安妇”的主体是中国和朝鲜的女子。朝鲜“慰安妇”的人数在16万左右，日本“慰安妇”的人数为2万—3万人，台湾、东南亚一些地区的“慰安妇”各有数千人，澳大利亚、美国、英国、荷兰、西班牙、俄罗斯等国的“慰安妇”各有数百人，而中国（大陆）的“慰安妇”人数最多。

(3) 中国“慰安妇”的数量估计

根据各地的调查材料可知，日军每侵入一地，便掳掠大量当地女子同行。日军先后在中国大陆设立的慰安所达数千上万。这些慰安所的存在时间，有的长达14年，有的仅几周：一个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多的达300人—500人，少的仅1人。而前后在一个慰安所内的“慰安妇”人数是相当可观的。为满足日军官兵喜新厌旧的心理，管理者常将“老慰安妇”转送他处，换旧补新，日军还将身患性病、治疗无效或身体衰弱、无力支撑的“慰安妇”杀死毁尸。这里再列举几个调查展开得比较充分或当时留有记录的地方的有关数字。1937年底，日军在苏州掳掠妇女2000人以上，无锡则有3000多名良家妇女被带走，杭州一地被掳掠的妇女竟达2万人，南京的“慰安妇”前后相加不会少于3万人
。1940年4月，仅汉口一地的“慰安妇”就有3000名以上
。再以海南岛为例，在日军占领的16个县1个建制市中，可查证的共有60多个慰安所；仅崖县、感恩县、昌江县和那大市就有“慰安妇”1300多人，全部16个县的本地“慰安妇”达5000多人，如果加上从岛外掳掠来的中国“慰安妇”，总数约在万人以上，而上海的慰安所仅目前调查确认者就有120个，一般规模的慰安所有20名—50名“慰安妇”，至于日军掳掠良家妇女设立的临时慰安所，则人数更多。如日本陆军在横浜桥畔设立的“行乐所”，楼下有20岁—30岁的中国“慰安妇”数百人，楼上还有30岁以上的数百人。据被抓入其中的王氏揭露，每天都有很多人绝食或者被虐待而死，每天又会有新的被掳者补充
。上海是日军的侵华基地之一，这里受 “慰安妇”制度所害的妇女前后不会少于3万人。以上几个地方的中国“慰安妇”已接近10万人。至于在其他的更广大的日军占领区，究竟有多少女性被逼为“慰安妇”，我们这里仅举日军士兵田口新吉的回忆: 在河北的前线据点中，关押着成千上万的被俘女兵，“这些妇女被送到据点之后……多是在据点外面用土坯盖的仓库里开辟一个角落，改造成慰安室，里面用在扫荡中抢来的衣服、被子什么的垫一垫，然后再放上一个也是讨伐中抢来的尿盆，慰安室就算准备好了，然后就是让这些妇女不分昼夜地遭受大兵们的蹂躏了……分遣队一般都没有配给卫生套，因此有很多妇女怀了孕。但是，只要还能受得住，怀了孕也还得被使用，实在使用不了了，便拉到壕沟外面去，绑在木桩上，作新兵练习突刺用的靶子。当这名“慰安妇”连同腹中的那不知是哪个大兵的胎儿一同被杀死之后，马上就地埋掉。在长达15年的战争中，这两三千个据点里被暗中杀掉埋掉的中国妇女是数也数不清的，恐怕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田口说的仅仅是河北，或者抗日的女兵，虽然不是确数，但反映了这一制度下对妇女戕害的残酷性和人数之多。事实上我们在除了         以外的    个市、县、镇，都发现了日军慰安所遗址，以及各地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
据此，我们认为，中国被日军掳掠充当“慰安妇”的人数总计可能在20万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这一令人发指的战争性奴役的罪行，还在被日本的右翼势力可耻地掩盖着，未受到彻底的揭露和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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